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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清时期北海华船航运业是怎样被外轮挤垮的?

黄家蕃

公元一八七五年(光绪元年)，英国译员马嘉理在云南被杀，引起中英两国

的所谓“滇案”交涉，清政府屈就于英国的压力，乃于次年被迫签订《烟台条

约》，北海遂与宜昌、温州、芜湖及重庆等地先后辟为开放通商口岸，从此，北

海便由原来封闭的封建社会改变为开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。直接受到欧

洲资本主义经济的侵蚀和影响，使原来的封建主义性质的经济结构完全破坏。

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，引起了政治、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一系列上层

建筑的改变。这种变革，曾使新旧制度之间的矛盾产生激烈的斗争。其中，首

先是在与北海口岸贸易息息相关的海上运输业方面，表现得最为尖锐和突出。

一、华船航运初况

北海在一八七六年(光绪二年)开辟商埠之前，由于地理条件和国内政治形

势的原因①，对外贸易已经相当发达。当时的海运业务，全属华人经营的各种

大小木帆船。大帆船造得十分坚牢，有三根高大桅干，船身镶以铜片，载重量

从一百七十六吨至二百九十五吨(即三十万司厅至五十万司斤俗称三十万大或

五十万大)不等，按船的大小分别配备船工十六至二十名。此种帆船称为“头艋”

(头号大船)或“夹板船”(木板镶铜板)；又因它建自广东的陈村，故又叫“陈

村船”；还因清政府发给船户的是红纸契据，故又有“红单船”名号。当时造价，

一艘新造的“五十万大”船，需银四千两之谱。这种船尽管在当时属于国内比

较先进的——曾国藩曾于咸丰四年征用它去瓜州一带镇压太平军②，属于“水

师中之最剽捷者”——但毕竟仍受技术上的限制，未能作洲际的航行，只能往

来于香港、澳门、海口、北海、越南和新加坡等地。载的出口货多是土产杂货

和陶瓷制品；进口货主要有鸦片、纱布和日用品等。



小的帆船一般载重只有四十吨左右，专门通航子沿海各埠如安铺、东兴、

钦州以及河流通往的玉林、廉州、博自，那丽等内地城镇。叫做“渡船”。这种

“渡船”的货运，是以本口为集散中心，转运进出口货物的。不要低估这种“渡

船”的作用，凡进口本口的洋货和汇集本口的土产，绝大部分是由这种“渡船”

运输的，因为“只有很少进口货是经陆路从北海运出的※”。

在华商对外贸易航运的帆船中，又分为自有船和雇请船两种，一般以后一

种即专业运输船为多，此种航运商，在各港口均设没有代理行来办理客商的托

运业务，故此他们便本能地与各地的豪绅大贾和各级地方官吏结有不解之缘③。

把官伸商三位一体的利害关系，结合成垄断海运事业的坚强堡垒，此种堡垒，

直到一八九一年（光绪十七年）始被外来的远洋轮船所冲破而开始解体。

二、外轮染指本港概述

一八七九年下半年(光绪五年)，有法籍轮船“海南号”一艘从香港首航北

海成功。它虽然未作定期航行，但是，北海港原有传统古老的帆船海运业，已

经被外轮打进了楔子。从此，各国轮船便跟着蜂涌而至，当年进港的轮船一下

子便有 l05 艘之多。本港的平靖海区，便逐渐被远涉鲸波来谋兔窟的，挂着各

国旗号的外国轮船，掀起了阵阵的浊浪，把原属于本港航运的主人——中国“头

艋”大帆船统统吞没掉。

据可考资料，到一八八九年(光绪十五年)，全年进入本港的外轮已经达到

一百四十三艘，五万五千三百六十九吨。次年(一八九○年)增至二百四十五艘，

十一万二千吨。一八九三年又增至二百八十五艘，十二万八千吨。一八九八年，

到港外轮二百一十艘，吨位则增至十八万八干吨。此数与从一八八七年至一八

九八年这十年中平均比较，每年相差不大。这时期的外轮籍均以德国、丹麦两

国占绝对优势。

外轮至本港全年吨数达到历史最高纪录的是一九○一年(光绪二十七年)，

十九万六千六百五十六吨，三百一十艘，是北海开埠以来所仅见。其中德国船

一百八十三艘；法国船八十八艘；英国船三十二艘；美国船六艘。到一九一○



年(宣统二年)，到港外轮则一度下降，只有九十八艘，八万七千吨。是本港通

商以来历史上的最低纪录，究其原因，不无与国内旧民主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

有关。但是，轮船国籍已由原来的丹麦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美国、挪威，又

增加荷兰和葡萄牙。次年(一九一一年)，又增加了日本的“足希马”号战舰一

艘到港。这是有纪录以来北海第一次所看到的日本国旗④。

三、华洋航运争夺战的历史背景

自从一八七九年(光绪五年)法轮“海南号”开辟了香港——北海航线以

后，随着北海口岸贸易被国际重视，各国外轮公司的船只便接踵而来。当时，

北海港的华船主们恃着自己有坚强的后台和广泛的业务联系，对于外轮的染指

本港，初未介怀；加上国人传统的守旧观念，对于外来的新事物一概采取蔑视

自高的态度；对于本身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改革从未动过脑筋，后来它们在与技

术先进的外轮一比较，华船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。这种悲剧的预感，并不是所

有中国人都意识不到的，其中谋求改革自强的人实繁有徒。特别在鸦片战争以

后，连最顽固不化的清廷当权派也不得不正视现实了，认为在这场战争中英国

能操胜券，是因为他们有“坚船利炮”(虽然这不是根本原因)之故。同时，中

英先后签订的《江宁条约》和《天津条约》，已使我东南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利，

尽为英人所得。清廷在海运领域的引狼入室，自己也感到岌岌可危，为招架此

一打击，曾于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)采纳李鸿章的关于设立“轮船招商局”的

建议，一方面建议华商建造现代化的轮船；另方面把原有各省商人在上海设立

的轮船公司统一于官办的招商局管理之下，“若从此(华商)轮船畅行，庶使我内

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，其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⑤”。这其实是一种消极

的自存之策，聊以摭拾洋人的唾余而已。但是，清政府还是倾全力企图保住航

运业这小块领地的。李鸿章等洋务派的高级官僚更积极地力排众议，又进一步

向清廷建议扶持“招商局”的方略，他们预见华船航运联营，“洋人势必扶重资

以倾夺”，因此就“必准其(华船)兼运(政府)漕粮，方有专门生意，不致为洋商

排挤。”⑥清廷批准此一方案之后，即饬令沿海各口岸着实遵行。故此，北海在



光绪九年(一八八二)，也已经有“招商局”了⑦。

但是，由于“招商局”本身有许多本质上的缺陷，例如资金、技术、经营

管理；尤其是最根本的一条：封建主义的守旧顽固派所把持下的政治制度，这

都是无法与外人抗衡的本质性原因，此种情况，在北海尤为突出，故北海“招

商局”的轮船海运，在本港历史上仅是昙花一现而已，故无足述。而历来雄据

一方的“头艋”航运业，反而是外轮的强大对手。

四、北海港华洋航运的竟争与华船的垮台

如上所述，外轮进入本港，始于一八七九年末。此前，北海港进出口货运

几乎百分之百是由华人的“头艋”大帆船所垄断。自从一八七九年第一艘外轮

的来到，各国商船便如蚁附羶地接踵而来。最初，华船主们凭着传统的习惯势

力和其他基础条件，其地盘和堡垒还是稳固的。外轮最初与之争夺，“克服困难

是艰苦的，一年约有四十艘大型帆船队专航近海口岸，垄断了本港与澳门的运

输，两地的商行投入巨额资本，他们很自然地反对(外国)轮船的介入。(华船)

对航线的垄断，方便了他们对进口布匹这项特殊贸易的垄断※”。可见华船的手

头“王牌”是垄断了近海航线和传统的货运。这正是它们“扬长避短”的策略，

对于“初到贵境”的外轮公司不能不瞪乎其后，反而欣赏它们经营的“很精明”

※。

但是，外轮也有许多“王牌”是华船所不能企及的。首先最根本的一条，

是中国的关税权柄不操在中国政府而是操诸外人手中。列强帝国之间虽有利害

上的矛盾，但其在共同掠夺、瓜分我们这个积弱不振的老大帝国的经济和资源

的利益上，目的却是一致的。因为北海“洋关”有查验进出口华洋商船的权利，

凡华商附载船只进出口之洋、土货，必需向“洋关”办理报关手续才准进、出；

但“洋关”对于华船运输手续就规定得特别苛刻，而对于外轮则甚多优惠和特

权。例如规定：“洋商之进出洋、土货，只纳税，不纳厘；华商之进出洋、土货，

须纳税；又纳厘。”也就是说，凡附载华船的货物，需纳“洋关”税和本国“厘

金”税两重税收；若附载洋船，则只纳关税一道就行；而且，凡附载外轮的货



物，中国的厘金税厂是“不能派员到洋船查验华商之货”的⑧。这种做法，实

在是对华船的一个致命伤。

另外一条则是洋船的安全和经济效益也是华船所不能匹敌的。因为货主对

于航运的“安全及最后的经济(效益)亦并非不重要的，帆船航行一次香港，轮

船可往返三、四次”※。因此，华船生意便渐渐遇到越来越多的“对帆船不感

兴趣的人们”中的“阻力”※。这些雇主在托运轮船之后，“一向在澳门的帆船

代理行就显得不必要”了※。外轮争夺的首局战果，无疑是经过各国轮船公司

共同付出了“巨大代价”而始行夺得的。亦可见当时华船力量之一斑了。

但是，华船主们“并不甘愿倒退”，在外轮具有无可比拟的技术和特权等

优越性面前，他们已开始感到对本身的落后技术装备进行“改革是必需的”了

※。不过，华船主们那种循序渐进，只顾眼前利益的做法，是“促使他们阻碍

任何迅速的改革”的原因；加上资金的不足，经营管理落后，就决定了他们的

最终败局。例如，华船的船与货“是不办任何保险手续的，帆船主亦不留出部

分利润作为备用金以防万一，通常他们将全部资本投资在船上，船一旦失事，

他们就破产了。”※其实，这种惨痛教训老早已经发生了：一八七八年(光绪四

年)，一艘满载货物由澳门来北海的“头艋”船，至石匈州海面遇风沉没；同年

底，又有“新祥顺”代理行的货船两艘，同时在上述海区失事，损失甚巨，此

后历有类似“头艋”沉没的海事发生，至使“商人为之震恐”。故此，当外轮插

手本港运输之后，客商的货物便都“即转载轮船”⑧了。华船在洋船劲敌面前，

即已节节败阵。

华船主已在外轮插手的当年。神经开始紧张了。他们已深感命运可虞，便

倾全力进行反扑，但巳无法夺回原先的垄断地盘了。一八八○年以后，他们仅

能利用剩下的地盘以求自存，即包揽近海非缔约口岸之间的货运，特别“垄断

着鸦片的运输”，此一贩私活动，“并不缺少强大的支持”※。因此在一八八○

年中，外轮在本港的货运，就曾被华船稍为“顶住”，全年到港外轮由去年的八

万三千四百七十六吨，减至本年的八万一千五百九十七吨。而进口的鸦片数却



由去年的零，至本年突进一千三百四十六司担※。这无疑全是华船运进的。这

是华船在败阵中以全力挣扎，仅仅取得的首局也是最后一局的小胜。

帝国主义岂肯轻易放弃掠夺到手的在华经济利益呢。他们凭着强大的资本，

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；更主要的是在华的政治特权；加上恐洋媚洋，

腐朽昏庸的清政府为虎作伥，这就使得外轮航运在本港逐渐占有绝对的优势。

到一八八五年(光绪十一年)，中法战争爆发，北海港被法舰封锁，华船的生活

之路已被堵死，而外轮则例外地通行无阻※，因此之故，外轮航运业对华船的

排挤和争夺，至此胜局始定。到一八九一年(光绪十七年)开始，外洋进口货和

土产出洋货的货运，已完全被外轮所垄断。从此，在通往外海波涛汹涌的航道

上，再也见不到华船的帆影了。只有外轮不屑一顾的近海和内河的小“渡船”，

仍在安谧的水路上缓

注：※北海关税务司毕利 mx Ducg 于 1891 年 12 月写的《对外通商口岸的

贸易工业等及诸缔约口岸省的发展情况》十年报告。

①清，梁鸿勋《北海杂录》：“至咸丰年初‘红巾匪乱’，西江梗塞，凡进广

西……及云南、贵州之货，均由澳门用头艋船运载而来。”

②见《清史稿·兵制志》、《江浦埤乘》。

③毕利 mx Ducg：“对手(华船)并不缺乏强大的支持。”

④综合历焦《通商口岸华洋贸易总册》及毕利《十年报告》资料。

⑤、⑥《清史稿·交通志》、《李文忠公奏议》。

⑦唐景崧《清缨日记》

⑧《北海杂录》


